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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将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企业经营相结合,
 

重点考察腐败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制.
 

基于

2016-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
 

腐败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的绩效.
 

具体表现为,
 

随着腐败治理的加强,
 

企业自身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
 

总资产周转率加快,
 

降低了企业的代理成本,
 

进而促进了企

业绩效提升.
 

研究同时发现,
 

相对于国有企业,
 

腐败治理对非国有企业经营绩效能产生更为明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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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papercombines
 

macro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with
 

micro
 

company
 

management,
 

and
 

focu-
ses

 

on
 

the
 

impact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corruption
 

governance
 

on
 

companyperformance.
 

Based
 

on
 

data
 

of
 

China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6
 

to
 

2020,
 

corruption
 

governance
 

improves
 

the
 

per-
formance

 

of
 

enterprise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specificmanifestation
 

is
 

that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cor-
ruption

 

governance,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companies
 

own
 

resources
 

is
 

improved,
 

the
 

turnover
 

rate
 

of
 

total
 

assets
 

is
 

accelerated,
 

and
 

the
 

agency
 

cost
 

of
 

enterprises
 

is
 

reduced,
 

so
 

as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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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mpany
 

performance.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orruption
 

governance
 

has
 

a
 

more
 

obvious
 

impact
 

on
 

the
 

business
 

performance
 

of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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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
 

企业业绩反映了资源使用情况.
 

然而,
 

企业资源是有限的,
 

若企

业将精力花费在政企关系的发展而非自身能力的提升,
 

将会降低企业发展投入和资产使用效率,
 

限制其

长期发展.
 

为确保企业高效运转,
 

需要规范社会秩序等制度环境,
 

降低市场环境下的各类成本及风险.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力图通过腐败治理,
 

在权力与资源方面进行高效合理的分配,
 

切断寻租行为所

采取的一系列不当手段,
 

使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更加有序高效地发展,
 

为企业提供宏观、
 

良好的制度环

境.
 

以往学者们主要从法律制度、
 

媒体报道、
 

金融市场等角度,
 

研究外部治理机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或者关注腐败对社会稳定、
 

财富分配、
 

经济增长等方面产生的宏观效应.
 

那么,
 

腐败治理是否会对企业

的代理成本产生影响? 如何产生影响? 是促进亦或抑制了企业的绩效? 本文将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企

业代理成本相结合进行重点研究.

1 研究回顾

刘建秋等[1]认为,
 

加大处罚力度,
 

建立起高压的反腐态势,
 

可以使政府官员的腐败压力增大,
 

进而推

动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正常运作,
 

提升公司价值.
 

邓慧慧等[2]指出,
 

反腐有利于优化商业环境,
 

区域反腐力

度越大,
 

对改善商业环境效果作用越好,
 

且这种效应具有持续性.
 

而企业经营绩效并不只受外部宏观环境

影响,
 

随着规模化和专业化的现代企业发展,
 

产权与经营权分离不可避免,
 

从而导致了代理成本的出现.
 

2018年9月,
 

中国证监会在颁布的最新《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
 

特别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对上市公司的治

理,
 

促进其长远发展.
 

应千伟等[3]在对国有企业腐败治理的研究中发现,
 

国有企业产生腐败的根源在于内

部严重的代理问题.
 

徐细雄等[4]认为,
 

打击贪污能够减少企业代理成本,
 

增加企业的资源使用,
 

并能够有

效地减少企业成本.
 

车嘉丽等[5]认为打击腐败行为可以减少企业的寻租空间,
 

减少公司的代理成本,
 

从而

更好地利用企业的内、
 

外部资源.
 

从激励的角度来看,
 

盛明泉等[6]在研究中发现,
 

管理层的事业生涯期望

能够以降低代理费用的方式减少公司风险,
 

证明了代理费用路径的存在.
 

晏艳阳等[7]通过调查,
 

研究了腐

败对高管在职消费和薪酬激励的影响,
 

结果显示反腐力度加大,
 

高管在职消费的水平会降低.
 

应千伟等[3]

则发现,
 

腐败治理对公司代理费用具有更加显著的抑制效果.
 

覃予等[8]考察了在反腐败背景下官员薪酬与

非正常支出的关系,
 

并指出治理腐败能够加速解决公司经理人的代理问题,
 

从而使得公司的内部激励机制

更好地发挥作用.
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

 

学者们同时对腐败治理、
 

代理成本、
 

企业绩效3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
 

且

鲜有文献同时从宏观社会环境和企业微观视角揭示腐败治理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
 

目前,
 

对腐败治理

与企业绩效的研究大多针对国有企业,
 

其可能的原因主要是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而言,
 

占据的社

会资本总量更高,
 

腐败的社会环境对国有企业影响也更甚.
 

本文可能存在以下贡献:
 

①
 

同时从宏观腐败

治理和企业微观层面出发,
 

系统考察了腐败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
 

②
 

考虑到在腐败治理这种外

部监督机制的作用下,
 

可能会提高企业资产使用效率,
 

从而减少企业代理成本,
 

提高企业绩效,
 

本文将

代理成本作为中介变量,
 

研究代理成本在腐败治理与企业绩效传导机制中的中介效应,
 

从而揭示腐败治

理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
 

③
 

腐败治理会同时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产生影响,
 

本文将国有企业和

非国有企业两者产权性质的差异在腐败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进行研究,
 

实证检验了产权异质性在

腐败治理与企业绩效关系中是存在的.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腐败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分析

腐败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首先从腐败对经济社会及企业经营的影响来看,
 

Fan等[9]在研究中提出,
 

腐败会对企业资源配置、
 

企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这种影响在法律制度不够完善、
 

各种制度不健全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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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区表现尤为明显[10].
 

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影响,
 

腐败的经济效应在中国也有表现.
1)

 

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
 

降低企业投资效率.
 

企业的投资活动是企业管理层对资源进行配置而获得

收益的过程.
 

结合寻租理论,
 

由于中国的关系型社会特征,
 

腐败诱使企业家们将资源和精力转向非生产性

活动,
 

从而为企业带来非生产性寻租活动回报,
 

企业便会减少对生产性活动的投入,
 

导致企业资源配置扭

曲.
 

此外,
 

腐败的存在导致遵守法纪、
 

高效率的企业因未实施腐败行为而丧失投资机会[11],
 

自中国实施经

济改革以来,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特点仍然存在,
 

比如市场竞争程度不够充分、
 

市场体系发展不尽完

善等.
 

“绊脚石假说”认为腐败的存在会引发政府管理体系失效[12].
 

中国政府目前在生产要素的配置中仍然

占据主导地位,
 

在对稀有资源配置时并非由市场机制、
 

自由竞争来实现资源的有效分配,
 

腐败和政治关联

对资源配置有着明显的表现.
 

Lien[11]在其研究中采用两阶段Stackleberg-Nash博弈模型证明:
 

当存在不确

定情况时,
 

企业互相之间无法掌握行贿倾向和行贿成本,
 

使得政府工作人员有可能把投资项目授予低效企

业,
 

这种不确定性导致高效企业投资不足,
 

而低效企业则过度投资,
 

降低了企业投资效率.
2)

 

腐败会触发企业高额交易成本.
 

自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理论以来,
 

企业意识到交易主体之间的信息不

对称是交易成本产生的原因之一.
 

在企业从创立到成长再到衰退的过程中,
 

都会面临政府市场准入、
 

审批、
 

行政处罚等情况,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会将有限的资源应用到政企关系的维护中,
 

以争取更低的价格,
 

获得

更多的资源.
 

此外,
 

交易成本的重要构成是贿赂成本[13].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
 

企业寻求庇护、
 

寻求便利的

动机使得腐败的政府官员更加对企业实施干预和利益掠夺,
 

导致企业交易成本提升,
 

对企业经营业绩产生

消极影响.
3)

 

腐败会影响企业治理环境.
 

企业外部环境中的腐败现象越严重,
 

内部治理越混乱,
 

甚至引发管理层

腐败,
 

影响企业经营.
 

政治干预是导致企业管理层腐败的主要外部原因,
 

这种政治关联为管理层腐败提供

了保护伞[14].
 

政府干预辖区内企业的强度越大,
 

对企业的依赖程度就越深,
 

比如增加就业机会、
 

实施平台

融资等,
 

因此政府和纪检部门可能会出于自利目标而姑息企业管理层腐败,
 

进一步助长了管理层腐败行

为[15].
 

而获取超额薪酬、
 

在职消费、
 

构造商业帝国、
 

内幕交易、
 

财务舞弊、
 

挪用财产等管理层腐败行为被揭

露后会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更严重的后果是让企业陷入财务困境,
 

甚至破产清算[16].
制度理论提出,

 

良好的制度环境能为企业经营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
 

对企业的战略决策起到一定的作

用,
 

从而为企业治理带来积极影响,
 

而腐败行为则是对这一外部条件的破坏[17].
 

基于腐败在资源配置、
 

交

易成本、
 

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的消极影响,
 

实施腐败治理,
 

营造公平竞争、
 

公开透明的营商环境,
 

同时加强

现有体制设计能促进企业的成长和发展,
 

提升企业绩效.
 

学者们也从腐败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这些

方面展开了研究.
 

邓慧慧等[2]在研究中发现,
 

腐败治理能够优化营商环境,
 

区域反腐力度愈大,
 

对改善营

商环境的效果愈好,
 

而且加强腐败治理对营商环境的正面效应更具持续性.
 

肖作平等[18]认为腐败治理营造

良好的体制环境,
 

可以激励公司的内部人员主动提升管理能力,
 

优化资源分配,
 

促进市场持续健康地发展.
 

同时,
 

腐败治理可以促使企业把重心转向生产经营活动而非经营政商关系.
 

王贤彬等[19]提出,
 

高管落马可

以有效推动企业的投资行为,
 

从而提高投资资源的分配效率.
 

余鹏翼等[20]研究发现,
 

腐败治理可以有效遏

制企业的政治寻租行为,
 

并将其从非市场的行政资源配置和政府垄断中解放出来,
 

进而提升公司自身的治

理能力.
 

刘志远等[21]认为,
 

在高强度的腐败治理下企业没有了政商的保护后会更谨慎,
 

企业就会更加注重

自身发展.
 

因此,
 

加强腐败治理可以促使企业从寻租活动转移到企业经营方面,
 

增加对企业开发活动的投

入,
 

遏制管理层的投机行为,
 

同时企业资产周转率和生产效益都能得到优化,
 

从而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影

响.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

 

腐败治理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即腐败治理越好,
 

企业绩效越高.
2.2 代理成本在腐败治理与企业绩效传导机制中的中介效应

在现代公司治理中,
 

由于信息不对称,
 

公司所有者和管理者利益并非完全一致,
 

而管理者可能会利用

信息优势损害所有者和投资者的利益.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
 

在激励和监督机制作用下,
 

委托人和代理人目

标一致方能减少代理成本,
 

提高企业绩效.
 

而腐败治理可能会使企业的代理成本降低,
 

一方面是由于管理

者或政府寻租行为减少;
 

另一方面可能也反映出公司管理者在腐败治理影响下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从而减

少在职消费、
 

奢侈浪费、
 

超额接待等,
 

并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企业运营中,
 

提升公司运营效率,
 

进而提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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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水平.
 

钟覃琳等[12]研究发现,
 

自国家大力实施腐败治理以来,
 

民营企业的招待费降幅在中等水平或更

高水平时,
 

其经营状况明显得到改善.
 

杨野等[22]认为党的巡视可以有效遏制公司高管的高额消费行为,
 

进

而改善公司管理制度环境.
 

姚桂艳[23]提出,
 

在清廉轨道上公司管理层的显性行为可以有效降低由于信息不

对称带来的监管和制约费用,
 

将公司经营活动置于阳光之下,
 

从而提高公司绩效.
 

肖作平等[18]认为,
 

新闻

关注可以增加资讯透明度,
 

发挥管制效果,
 

减少信息不对称及代理冲突,
 

从而增加投资人的认同度.
 

因此,
 

宏观腐败治理环境迫使企业更为注重自身竞争力的提高,
 

高管不得不从政治关系构建转向企业经营活动,
 

加强企业自身资源的利用效率,
 

比如通过加快资产周转速度的方式降低代理成本,
 

提升企业绩效.
 

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

 

代理成本能够在腐败治理与企业绩效的传导机制中发挥中介效应,
 

即腐败治理能够降低企业

代理成本,
 

从而提升企业绩效.
2.3 产权性质在腐败治理与企业绩效传导机制中的异质性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
 

政府宏观调控无处不在.
 

由于中国的特殊环境,
 

企业价值、
 

企业绩效等都会

受到产权性质的影响.
 

与此同时,
 

国企在解决就业问题、
 

减轻财政赤字、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仍然肩

负着政策使命[15].
 

因此,
 

政府和国企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
 

徐细雄等[4]研究发现,
 

政府通常会按

照公司的产权性质与规模来制定不同的政策,
 

而国有企业具有天然的社会地位,
 

加之其总体规模比较大,
 

因此通过降低政府对各类项目的审批标准、
 

减少政府对企业各类活动的检查次数等,
 

可以减少企业在生产

和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
 

反之,
 

非国有企业在与政府交往的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
 

可能会为了寻求

特殊保护而产生影响社会公平公正的行为.
 

随着腐败治理力度加大,
 

非国有企业受到的冲击会更大.
 

因为

相较于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在更严厉的腐败治理环境下要耗费更多的人力、
 

物力、
 

财力来获取额外的政

府资源,
 

而腐败治理则创造了更为公平的经济环境,
 

减少了非国有企业为寻求政企关系的发展而带来的额

外政治代价[1].
 

综上分析,
 

本文认为腐败治理可以进一步推动非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正常运行,
 

有效

地遏制经济寻租行为,
 

让企业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生产和经营活动中,
 

从而增加经济价值和社会贡

献值.
 

基于此,
 

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

 

相较于国有企业,
 

腐败治理对非国有企业经营业绩的提升强度更大.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择沪深两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2016-2020年共5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并按照下列步骤筛

选有效数据:
 

①
 

剔除曾经或正处于ST(被特别处理的个股)、
 

*ST(被退市风险警示的个股)、
 

SST(未完成

股改、
 

被特别处理的个股)和S*ST(未进行股改、
 

有退市风险的、
 

特别处理状态的个股)的样本公司,
 

因为

这些公司目前已处于亏损的状态,
 

并无研究价值;
 

②
 

按照证监会2012年发布的行业分类明细,
 

由于金融

保险类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和其他行业相比有很大差别,
 

因此剔除金融保险类样本企业;
 

③
 

剔除经手工补

充后仍然存在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
 

④
 

剔除指标异常值.
 

在此基础上,
 

本文对模型中主要的连续变量在

1%和99%的分位数上进行缩尾处理,
 

控制极端值对回归分析的影响,
 

最终有12
 

055个数据符合要求并作

为样本.
 

本文的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其他相关数据通过《中国检察年鉴》查阅获得,
 

并使用Excel
和Stata

 

14.0等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3.2 指标选择与模型构建

3.2.1 因变量

在因变量选取方面,
 

本文选择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因变量,
 

选取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总资产

收益率(ROA)的替代变量.
 

学者们常使用经济增加值(EVA)、
 

托宾Q 值、
 

总资产收益率(ROA)、
 

净资产收

益率(ROE)等指标进行衡量,
 

但由于中国股票证券市场尚未完全成熟,
 

上市公司股价与真实价值经常出现

偏离的现象,
 

加之EVA 中的资本成本、
 

托宾Q 值中的企业市值及资本重置成本等数据难以获取且难以评

估,
 

因此选择经济增加值(EVA)、
 

托宾Q 值这2个指标作为中国上市公司业绩的度量标准并不合适.
 

相

反,
 

总资产收益率(ROA)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企业所有者对全部资本投资收益和保值增值的能力,
 

能够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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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一家企业总体盈利的情况;
 

而净资产收益率(ROE)是对公司盈利情况进行全面评价的重要指标,
 

在反映

股东权益收益水平的同时也能衡量公司自有资本的运用效率.
 

指标值越高表明投资收益越高,
 

这两项指标

不仅具有可比性,
 

而且综合、
 

客观,
 

更易于获取,
 

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因此,
 

本文选取总资产收益率

(ROA)作为因变量,
 

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总资产收益率(ROA)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24].
3.2.2 自变量

推进腐败治理工作是中国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课题.
 

腐败行为破坏法治基础的同时扰乱市场经济运行

的秩序和规则,
 

造成人财物的浪费,
 

侵蚀国家税收和各种资源,
 

阻碍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
 

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也正在从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
 

经济发展必

然会对腐败治理工作产生影响.
 

随着日渐加剧的社会转型及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社会结构、
 

经济体制、
 

利益格局等多方面不断调整,
 

开放、
 

多元且趋利的市场经济冲击着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
 

腐败强度和深度

随之加大[25].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中国虽然采用了多种腐败治理策略,
 

但面临的党风廉政建设、
 

腐败治理

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在这些背景下,
 

中国有必要继续加强反腐倡廉建设,
 

实施腐败治理,
 

优化政治、
 

经济、
 

文化等社会环境[26].
对于腐败治理的衡量,

 

目前有学者采用主观评价方法、
 

客观计量方法对腐败治理进行度量.
 

但是,
 

由

于腐败的隐蔽性,
 

样本选择容易出现偏差,
 

导致主观判断的腐败程度和客观估计的腐败程度都无法对腐败

治理进行全面的反映[27].
 

为了对腐败治理进行更加精确的反映,
 

尽可能地降低主观感受的不确定性,
 

学者

们试图搜集企业财务数据来对腐败水平进行多角度衡量.
 

对于腐败治理指标的测量,
 

从中国企业的调查现

状来看,
 

很多国内外学者都是采用差旅费、
 

业务招待费等[28]来衡量腐败水平,
 

然而这些指标不只包含腐败

支出,
 

还包含了企业在维护客户关系中的正常费用[29].也有学者使用腐败立案数[30-31]这一指标来衡量.
 

而

黄亮雄等[32]指出,
 

腐败立案数量和涉及人员数量所反映的是腐败程度,
 

该数量越多则腐败程度越深,
 

并不

能说明反腐力度加大,
 

且被调查的案件和人员所反映的是历史状况,
 

不能正确反映目前的形式.
 

从腐败本

身的治理体制、
 

影响方式及范围来看,
 

腐败既是经济现象,
 

也是涉及社会、
 

政治、
 

文化等领域的现象[33].
 

有

学者发现腐败降低了教育、
 

医疗卫生、
 

文化科技等支出的比例,
 

而腐败治理则能改善这些方面的缺陷[34].
 

此外,
 

由于不同程度的透明度和垄断程度,
 

政府在提供公共支出时发现财政领域腐败是腐败问题的焦点.
 

本文参考吴俊培等[33]的研究,
 

选择一般公共服务、
 

公共安全、
 

教育、
 

科学技术、
 

文化与传媒、
 

其他支出占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率作为衡量腐败治理的变量,
 

且其占比越大,
 

代表腐败治理投入越多,
 

是腐败治

理的正向替代指标.
3.2.3 中介变量

国内外大多学者借鉴Ang等[35]的方法,
 

用总资产周转率、
 

管理费用率来度量代理成本.
 

Cai等[29]指

出,
 

管理费用率除包含在职消费等代理成本外,
 

还包含大量企业正常开销,
 

且管理费用率的异常波动有

可能是外界监管实施后发生的.
 

总资产周转率则能反映管理者在获得更多休闲时间后,
 

会用于享乐还是

更多地投入到工作中,
 

反映企业资产的管理质量和利用效率[36].
 

具体来讲,
 

总资产周转率越高,
 

则代理

成本越低;
 

反之,
 

总资产周转率越低,
 

代理成本越高.
 

因此,
 

本文选择总资产周转率作为代理成本的反

向替代变量.
3.2.4 控制变量

从公司治理理论来看,
 

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除腐败治理、
 

代理成本外,
 

还有企业规模、
 

治理结构等,
 

因

此本文选择如下控制变量进行论证:
 

①
 

企业规模(size),
 

该指标采用公司的总资产自然对数来度量.
 

②
 

资

产负债率(lev),
 

该指标是衡量公司资本结构的重要指标之一,
 

其中资本结构反映了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从

而对公司的治理结构有一定影响,
 

并对公司的价值产生影响.
 

③
 

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
 

如果企业具有

较高的成长性,
 

企业的发展动力则越大,
 

其绩效表现水平就会越高.
 

④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largest),
 

第

一大股东持股越高,
 

其股权集中程度越高,
 

进而会对公司运营效率和经营业绩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
 

⑤
 

独

立董事占比(indboard),
 

该指标指董事会成员所占比例,
 

反映了董事会的独立性.
 

由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的重要渠道是实施监督机制,
 

而设立独立董事是公司监督机制的体现.
 

独立董事履行监督职能,
 

有利于降

低代理成本,
 

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⑥
 

两职合一(dual),
 

在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时,
 

总经理可以影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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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的决定,
 

并对公司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12].
 

同时,
 

本文控制个体与时间固定效应.
 

变量定义如表1.
表1 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因变量 总资产收益率 ROA 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

自变量 腐败治理 corrupgover
(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

文化与传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中介变量 总资产周转率 agcost 营业收入/资产总额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ln(资产总计)

资产负债率 lev 期末负债总计/资产总计

营业收入增长率 growth (本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本年营业收入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largest 第一大股东股数/总股数

独立董事占比 indboard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人数

两职合一 dual 若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一人担任则值取1,
 

否则取0

3.2.5 模型构建

为研究腐败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不同产权性质下两者是否存在差异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
 

本文构

建以下模型:
为验证腐败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构建模型(1):

ROAit=α0+α1corrupgoverit+α2sizeit+α3levit+α4growthit+α5largestit+
α6indboardit+α7dualit+ηi+φt+εit (1)

  为检验产权性质在腐败治理与企业绩效两者关系中是否存在异质性,
 

本文利用模型(1)采取分组回归

的方式进行;

  为检验代理成本在腐败治理与企业绩效传导机制中的中介效应,
 

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建立模

型(2)、
 

模型(3):

agcostit=α0+α1corrupgoverit+α2sizeit+α3levit+α4growthit+α5largestit+
α6indboardit+α7dualit+ηi+φt+εit (2)

ROAit=α0+α1corrupgoverit+α2agcostit+α3sizeit+α4levit+α5growthit+
α6largestit+α7indboardit+α8dualit+ηi+φt+εit (3)

  模型(1)、
 

模型(2)、
 

模型(3)中,
 

总资产收益率(ROA)为因变量;
 

腐败治理(corrupgover)为自变量;
 

代

理成本(agcost)为中介变量;
 

企业规模(size)、
 

资产负债率(lev)、
 

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
 

第一大股东

持股比例(largest)、
 

独立董事占比(indboard)、
 

两职合一(dual)为控制变量.
 

下标i,t代表第i个企业在

第t年的数据;
 

α表示常数项;
 

α0 表示截距项;
 

ηi 为个体效应,
 

φt 为时间效应;
 

εi,t 表示残差项.
 

其中,
 

如

果模型(1)、
 

模型(2)及模型(3)中的α1 均为正且显著,
 

分别反映了腐败治理对企业绩效提升具有正向促进

作用,
 

且代理成本的反向替代变量越大,
 

则企业绩效越好,
 

从而可以为假设1、
 

假设(3)提供证据支持;
 

若

模型(3)中α1,α2 也显著,
 

即说明代理成本与腐败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起着中介效应作用.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样本公司总资产收益率(ROA)均值为0.040
 

0,
 

表明中国企业整体绩

效水平较低;
 

最小值为-0.250
 

0,
 

表明有样本企业处于亏损状态;
 

最大值为0.214
 

0,
 

远远超出了平均水

平,
 

显示出中国仍有少数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非常强;
 

样本企业整体盈利水平波动较大.
 

腐败治理(cor-
rupgover)均值为1.030

 

0,
 

标准差为0.185
 

0,
 

标准差较小,
 

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2.265
 

0和0.824
 

0,
 

在

一定程度上说明各地区、
 

各年份对腐败治理工作都较为重视,
 

但也有差别.
 

代理成本(agcost)反向替代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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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总资产周转率的均值为0.590
 

0(标准差为0.393
 

0),
 

说明在腐败治理影响下,
 

有企业选择将更多的闲暇

时间用于企业经营;
 

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2.370
 

0和0.080
 

0,
 

说明样本企业在腐败治理的大环境中代理

成本差距较大.
 

企业规模(size)最大值为26.438
 

0,
 

最小值为20.107
 

0,
 

标准差为1.311
 

0,
 

说明本文所选

取的样本中不同企业规模差异较大.
 

对企业而言,
 

资产负债率的适宜水平在0.4~0.6之间,
 

样本企业资产

负债率(lev)的平均值为0.421
 

0,
 

处在适宜水平范围内,
 

但是相对比较低,
 

说明样本企业总体偿债能力较

弱.
 

发展能力(growth)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2.107
 

0和-0.561
 

0,
 

说明样本企业发展能力差距较大.
 

第

一大股东持股比例(largest)均值为0.334
 

0,
 

最大值达到了0.708
 

0,
 

说明从股权集中度来看,
 

本文选取的

样本企业有一股独大的情况.
 

独立董事占比(indboard)均值为0.378
 

0,
 

说明样本企业的董事会独立性水

平总体较高.
 

两职合一(dual)均值为0.273
 

0,
 

说明绝大多数上市公司董事长并不兼任总经理.
表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OA 12
 

055 0.040
 

0 0.063
 

0 -0.250
 

0 0.214
 

0

corrupgover 12
 

055 1.030
 

0 0.185
 

0 0.824
 

0 2.265
 

0

agcost 12
 

055 0.590
 

0 0.393
 

0 0.080
 

0 2.370
 

0

size 12
 

055 22.458
 

0 1.311
 

0 20.107
 

0 26.438
 

0

lev 12
 

055 0.421
 

0 0.195
 

0 0.063
 

0 0.865
 

0

growth 12
 

055 0.153
 

0 0.360
 

0 -0.561
 

0 2.107
 

0

largest 12
 

055 0.334
 

0 0.145
 

0 0.081
 

0 0.708
 

0

indboard 12
 

055 0.378
 

0 0.055
 

0 0.333
 

0 0.571
 

0

dual 12
 

055 0.273
 

0 0.446
 

0 0.000
 

0 1.000
 

0

4.2 相关性分析

为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通过Pearson相关性分析,
 

结果如表3所示.
 

腐败治理与总资产收益率之

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关系数为0.1082,
 

显著性水平为p<1%),
 

对本文假设1进行了验证.
 

腐败治理与

总资产周转率在p<1%水平下呈正相关,
 

总资产周转率在p<1%水平下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
 

由于该指

标是代理成本的反向替代变量,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腐败治理可通过降低企业代理成本,
 

从而提升企业

绩效,
 

假设2得到验证.
表3 相关性分析

变量 ROA corrupgover agcost size lev growth largest indboard dual

ROA 1

corrupgover 0.108
 

2*** 1

agcost 0.335
 

8*** 0.119
 

4*** 1

size 0.008
 

9 0.065
 

5*** 0.060
 

1*** 1

lev 0.310
 

4*** -0.019
 

0** 0.007
 

6 0.542
 

7*** 1

growth 0.240
 

0*** 0.013
 

5 0.145
 

4*** 0.047
 

5*** 0.038
 

0*** 1

largest 0.156
 

7*** 0.020
 

6** 0.073
 

7*** 0.194
 

1*** 0.059
 

6*** 0.002
 

8 1

indboard 0.020
 

6** 0.036
 

1*** -0.023
 

0** -0.005
 

2 -0.003
 

2 -0.019
 

7** 0.042
 

4*** 1

dual 0.030
 

7*** 0.005
 

6 -0.045
 

3*** -0.165
 

1*** -0.097
 

9*** 0.036
 

4*** -0.053
 

3*** 0.115
 

2*** 1

  注:*,**,
 

***分别代表参数估计值在p<10%,p<5%,p<1%水平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4.3 共线性诊断

本文利用VIF 方差膨胀因子对各变量进行检验,
 

排除变量的多重共线性,
 

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

表4可知,
 

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 检验结果均小于10,
 

平均值为1.14.
 

当VIF≥10
时,

 

表明模型的自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VIF 值越接近于1,
 

表明变量之间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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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线性越弱.
 

根据检验结果,
 

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满足0<VIF<10,
 

因此可以判定解释变量与控

制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可以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
表4 共线性诊断

变量 size lev largest dual indboard agcost1 growth 平均值

VIF 1.480 1.400 1.050 1.040 1.020 1.010 1.000 1.14

4.4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4.4.1 腐败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在固定上市企业个体效应和年份效应的基础上,
 

采用最小二乘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回归.
 

为检验样本

数据适用固定效应模型,
 

还是随机效应模型,
 

本文进行了豪斯曼检验.
 

结果显示,
 

当p<5%时,
 

拒绝原假

设,
 

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于是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验证假设1,
 

同时考虑了不随时间变化

的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
 

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腐败治理与企业绩效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corrupgover 0.025
 

3*** 0.025
 

1*** 0.022
 

6*** 0.020
 

5*** 0.020
 

7*** 0.020
 

7*** 0.020
 

7***

(8.433) (8.367) (7.533) (10.250) (10.350) (10.350) (10.350)
 

size 0.031
 

2*** 0.051
 

9*** 0.040
 

2*** 0.039
 

9*** 0.039
 

9*** 0.039
 

8***

(15.600) (25.950) (20.100) (19.950) (19.950) (19.900)
 

lev -0.241
 

5*** -0.242
 

7*** -0.242
 

2*** -0.242
 

2*** -0.242
 

2***

(34.500) (40.450) (40.367) (40.367) (40.367)
 

growth 0.033
 

6*** 0.033
 

5*** 0.033
 

4*** 0.033
 

5***

(33.600) (33.500) (33.400) (33.500)
 

largest 0.079
 

2*** 0.079
 

3*** 0.079
 

2***

(6.600) (6.608) (6.600)
 

indboard -0.009
 

8 -0.010
 

3

(0.653) (0.687)

dual 0.000
 

8

(0.400)
 

constant 0.025
 

1*** -0.668
 

1*** -1.031
 

8*** -0.775
 

3*** -0.795
 

8*** -0.790
 

9*** -0.790
 

5***

(8.367) (15.184) (24.567) (18.460) (18.948) (18.393) (18.384)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2
 

055 12
 

055 12
 

055 12
 

055 12
 

055 12
 

055 12
 

055

R2 0.0423 0.0665 0.1777 0.2306 0.2340 0.2341 0.2341

F 85.185
 

9*** 114.414
 

9*** 297.584
 

2*** 360.936
 

6*** 327.067
 

9*** 294.385
 

5*** 267.618
 

5***

  注:
 

括号内为t值;
 

R2 为模型拟合优度;
 

F 为方程的统计量;
 

*,**,***分别代表参数估计值在p<10%,p<5%,p<1%水平下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下同.
表5结果显示,

 

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
 

腐败治理与企业绩效均在p<1%水平下呈显著正相关,
 

加入

各项控制变量后,
 

R2 得到显著提升,
 

说明腐败治理力度越大,
 

其企业绩效越高,
 

验证了本文假设1:
 

腐败

治理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
 

宏观腐败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企业营造“公平、
 

公正、
 

公开”的经营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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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迫使政府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
 

增强市场透明度,
 

降低不合理配置导致的资源浪费,
 

使企业的交

易成本降低.
 

此外,
 

腐败治理促使企业管理者积极参与公司治理,
 

专注于企业经营活动,
 

提高经营效率,
 

进

而提升企业绩效.
4.4.2 基于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根据Baron等[36]提出的因果逐步回归法,
 

分析代理成本在腐败治理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
 

该方法指出如果自变量对因变量显著,
 

因变量对中介变量显著,
 

自变量及中介变量对因变量显著,
 

则中介

效应显著.
 

因此,
 

本文选取了以总资产周转率衡量的代理成本作为中介变量,
 

在模型(1)的回归基础上运用

模型(2)、
 

模型(3)来检验腐败治理与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
 

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1列和2列分别列示了未

加入控制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后腐败治理(corrupgover)与总资产周转率(agcost)的回归结果.
 

3列为腐败

治理(corrupgover)、
 

总资产周转率(agcost)与企业绩效(ROA)的回归结果.
表6 代理成本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1

agcost
2

agcost
3

ROA

corrupgover 0.155
 

8*** 0.144
 

9*** 0.009
 

2***

(14.164) (14.490) (4.600)
 

agcost 0.079
 

5***

(39.750)

size -0.052
 

7*** 0.044
 

0***

(6.588) (22.000)
 

lev -0.200
 

4*** -0.226
 

3***

(7.422) (37.717)
 

growth 0.145
 

4*** 0.021
 

9***

(29.080) (21.900)
 

largest -0.028
 

3 0.081
 

5***

(0.566) (7.409)
 

indboard 0.016
 

7 -0.011
 

6
(0.269) (0.829)

 

dual -0.018
 

0** 0.002
 

2
(2.571) (1.100)

 

constant 0.420
 

0*** 1.663
 

5*** -0.922
 

8***

(38.182) (9.346) (22.507)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2
 

055 12
 

055 12
 

055

R2 0.0261 0.1007 0.3167

F 51.720
 

9*** 98.025
 

5*** 371.995
 

8***

  由表6回归结果可知,
 

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
 

腐败治理与总资产周转率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在

加入控制变量后R2 得到显著提升,
 

且均在p<1%水平下呈显著正相关.
 

由此可见,
 

腐败治理可以通过提

高公司资产的周转效率,
 

从而减少公司的代理成本.
 

回归模型(3)结果显示,
 

腐败治理、
 

总资产周转率均与

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在ROA 的回归结果下,
 

腐败治理系数为0.009
 

2(p<1%)、
 

总资产周转率系

数为0.079
 

5(p<1%),
 

表明腐败治理可促进企业绩效提升,
 

同时企业资产周转效率越快,
 

企业代理成本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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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企业绩效越高.
 

根据Baron等[36]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可知,
 

代理成本在腐败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

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假设2得到验证.
 

代理成本的表现之一就是管理层对企业资产不能有效利用,
 

降低

了资产使用效率,
 

造成损失,
 

从而影响企业绩效.
 

从监督角度来讲,
 

腐败治理作为国家一种宏观治理机制,
 

实施后使企业经营受到更加严厉的监管,
 

提高了监督效率,
 

而非效率行为,
 

比如对资产的低效使用可能会

导致管理层被撤职.
 

因此,
 

宏观腐败治理环境迫使企业管理层不得不从政企关系构建转向生产性活动,
 

加

强企业自身资源的利用效率,
 

加快资产的周转速度,
 

从而降低企业代理成本,
 

促进企业绩效提升.
4.4.3 基于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
 

腐败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可能会受企业产权性质的限制.
 

为进一步研

究腐败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是否存在产权异质性,
 

本文基于企业实际控制方的背景,
 

并根据公司的股权

属性将其划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
 

并使用模型(1)进行分组回归,
 

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腐败治理对不同股权性质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

变量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组间系数差异性检验

Di 0.206
 

7
(0.95

 

4)

Di×corrupgover 0.024
 

5***

(5.832)

corrupgover 0.009
 

2*** 0.032
 

3*** 0.010
 

5***

(4.600) (8.075) (5.687)

size 0.029
 

7*** 0.047
 

2*** 0.027
 

3***

(9.900) (15.733) (11.212)

lev -0.185
 

3*** -0.256
 

1*** -0.210
 

2***

(18.530) (32.013) (20.357)

growth 0.018
 

8*** 0.038
 

0*** 0.020
 

1***

(9.400) (19.000) (10.254)

largest -0.004
 

8 0.135
 

2*** -0.005
 

5

(0.343) (7.511) (1.235)

indboard -0.016
 

7 -0.020
 

5 -0.013
 

9

(1.044) (0.932) (0.891)

dual 0.000
 

9 0.001
 

1 0.001
 

2

(0.450) (0.550) (0.325)

constant -0.560
 

1*** -0.963
 

3*** -0.684
 

3***

(8.890) (16.609) (12.385)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
 

132 7
 

923 4
 

132

R2 0.157
 

9 0.264
 

0 0.254
 

3

F 54.997
 

4*** 204.931
 

7*** 168.594
 

3***

经验p 值 0.012
 

8**

  注:
 

Di 代表企业产权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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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7结果可知,
 

在以ROA 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中,
 

腐败治理系数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分别

为0.009
 

2,0.032
 

3(p<1%),
 

非国有企业腐败治理回归系数大于国有企业,
 

表明在非国有企业中宏观

腐败治理带来的企业绩效提升效果更为明显,
 

本文假设3得到验证.
 

由于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方为国

家,
 

系国家投资设立,
 

一直以来它都与政府存在着“剪不断,
 

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也没有动力去设法缓

解这种困境.
 

而非国有企业较之国企而言,
 

在没有进行腐败治理时,
 

由于面临严重的金融信贷歧视和市

场管制,
 

为了获取政府资源会设法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寻租活动中以维持政企关系,
 

当腐败治理力度加大

时,
 

企业面临更加不确定的政治环境和更加严峻的市场生存危机.
 

因此,
 

当非国有企业预计今后很难重

建和维持政企关系时,
 

会改变企业的经营决策,
 

更加积极地提高现有资源的分配效率,
 

并将大量资金投

入到生产创新等方面,
 

使资源实现高效配置,
 

从而让企业绩效得到提升.

采用分组检验腐败治理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影响效应的异质性后,
 

有必要进一步检验组间系数差

异.
 

目前,
 

关于组间系数差异的检验,
 

主要有3种方法:
 

引入交叉项的Chow检验、
 

基于似不相关模型检验

和费舍尔组合检验[37].
 

其中,
 

引入交叉项的Chow检验是学术界使用最多的一种方法,
 

本文也使用该方法

进行组间系数差异性检验.
 

设定检验模型为:

ROAit=α0+γDi+α1corrupgoverit+δ(Di×corrupgoverit)+α2sizeit+α3levit+α4lgrowthit+

α5largestit+α6indbardit+α7dualit+ηi+φt+εit (4)

式(4)中,
 

如果样本企业为国有企业,
 

则Di=1;
 

若样本企业为非国有企业,
 

则Di=0.
 

参数γ 和δ分别反

映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的截距项和斜率差异,
 

其中δ 反映了腐败治理在两个样本组中的系数差异.
 

检验结果如表7中的组间系数差异性检验列所示.
 

从表7结果可知,
 

Di×corrupgover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腐败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确实存在显著差异性,
 

且在非国有企业

中腐败治理带来的企业绩效提升效果更加明显.
 

为了保证结果的可信度,
 

本文参考连玉君等[38-39]的方法,
 

采用自抽样法(Bootstrap)来检验组间系数差异显著性,
 

回归结果如表7中的经验p 值所示.
 

经由Boot-

strap法得到的经验p 值为0.012
 

8,
 

在p<5%的水平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即腐败治理促进国有企业和

非国有企业绩效提升的作用存在差异性,
 

证明本文上述结论稳健可信.

4.5 稳健性检验

为使研究结果稳健,
 

本文采用替换因变量指标的方式,
 

将企业绩效的指标由(ROA)替换成(ROE),
 

代入模型(1)、
 

模型(2)和模型(3),
 

重新检验腐败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回归结果见表8.
 

再将被解释

变量替换为ROE 后进行回归,
 

结果表明腐败治理与企业绩效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而且在非国

有企业中,
 

腐败治理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表现更为明显,
 

假设1、
 

假设3通过稳健性检验.
 

具体而言,
 

对于假设1和假设3,
 

在ROE 下回归,
 

腐败治理系数在全样本、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之间分别为

0.037
 

0,0.014
 

9,0.060
 

9,
 

其显著性水平均为p<1%,
 

表明在全样本中腐败治理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

的正向关系,
 

非国有企业显著性水平更高,
 

其提升效果更为明显.
 

对于假设2,
 

表8结果显示在ROE 的

回归结果中,
 

腐败治理系数为0.016
 

7(p<1%)、
 

总资产周转率系数为0.139
 

8(p<1%),
 

代理成本在

腐败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存在显著中介效应,
 

且在ROE 下回归结果与ROA 相同.
 

表明本文所进行

的实证研究稳健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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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稳健性检验:
 

腐败治理与企业绩效回归结果

变量
替换企业绩效衡量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全样本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agcost agcost ROE

corrupgover 0.037
 

0*** 0.014
 

9*** 0.060
 

9*** 0.155
 

8*** 0.144
 

9*** 0.016
 

7***

(7.400) (2.483) (8.700) (14.164) (14.490) (3.340)
 

agcost 0.139
 

8***

(27.960)
 

size 0.079
 

2*** 0.064
 

8*** 0.090
 

5*** -0.052
 

7*** 0.086
 

6***

(19.800) (10.800) (18.100) (6.588) (21.650)
 

lev -0.430
 

6*** -0.341
 

3*** -0.454
 

4*** -0.200
 

4*** -0.402
 

6***

(33.123) (15.514) (28.400) (7.422) (33.550)
 

growth 0.062
 

9*** 0.042
 

1*** 0.068
 

8*** 0.145
 

4*** 0.042
 

6***

(20.967) (10.525) (22.933) (29.080) (14.200)
 

largest 0.141
 

4*** -0.006
 

5 0.238
 

8*** -0.028
 

3 0.145
 

4***

(6.148) (0.203) (7.024) (0.566) (6.609)
 

indboard -0.004
 

1 -0.022
 

7 -0.022
 

3 0.016
 

7 -0.006
 

4

(0.141) (0.614) (0.531) (0.269) (0.229)
 

dual 0.001
 

3 0.003
 

1 0.002
 

5 -0.018
 

0** 0.003
 

8

(0.433) (0.517) (0.625) (2.571) (1.267)
 

constant -1.604
 

5*** -1.261
 

7*** -1.878
 

7*** 0.420
 

0*** 1.663
 

5*** -1.837
 

1***

(19.331) (8.885) (17.395) (38.182) (9.346) (22.964)
 

时间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2
 

055 4
 

132 7
 

923 12
 

055 12
 

055 12
 

055

R2 0.215
 

1 0.130
 

0 0.248
 

9 0.026
 

1 0.100
 

7 0.284
 

9

F 240.025
 

6*** 43.8403
 

*** 189.270
 

2*** 51.720
 

9*** 98.025
 

5*** 319.710
 

5***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经济持续发展促进企业绩效提升,
 

在当前大环境下政府作为资源配置主体,
 

企业往往将政企关系作为

庇护寻求自身发展.
 

腐败会使企业经营环境恶化,
 

违反市场经济规律,
 

削弱公司管理体制,
 

降低企业生产

投入效益.
 

本文基于A股上市公司2016-2020
 

年数据,
 

利用控制时间和行业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表明,
 

宏观层面的腐败治理机制对降低企业代理成本有着积极影响,
 

并进一步影响企业绩效.
 

具体表现为

腐败治理能提升企业绩效,
 

这种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
 

研究同时表明,
 

腐败治理能够通过提

升企业总资产周转率,
 

降低企业代理成本,
 

使企业绩效得到提升.
 

同时,
 

本文对腐败治理效应更加准确、
 

量

化地进行了评估,
 

为探究企业代理成本管理做出了有益尝试.
腐败治理要考虑国家具体国情,

 

中国的腐败治理有其独特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背景.
 

基于以上研究结

论,
 

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

1)
 

腐败治理能建立良好的宏观市场环境,
 

在降低企业代理成本的同时提高企业绩效,
 

即企业凭借政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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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获取资源的途径得到了治理.
 

因此,
 

从政府角度而言,
 

①
 

要继续深化党史学习教育,
 

贯彻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战略部署,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腐败治理.
 

②
 

改善国有经济布局,
 

调整结构,
 

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

境.
 

全面完善产权制度,
 

降低政府行政干预程度,
 

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
 

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

改革,
 

完善竞争政策,
 

降低腐败几率.
 

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和良好的企业营商环

境,
 

破除制约企业发展的壁垒,
 

消除企业谋求不良政企关系的动机,
 

引导企业通过合理资源配置进行生产

性、
 

创新性活动,
 

降低交易成本,
 

提升企业经营绩效.
 

③
 

加强法治政府建设,
 

依法行政,
 

坚持政务公开,
 

严

格、
 

规范、
 

公正、
 

文明执法,
 

秉行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
 

使经济社会活动更加有法可依,
 

推进政府依法履

职.
 

④
 

强化审计监督.
 

完善政府审计制度、
 

审计流程和审计协同治理机制,
 

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腐败治理

效率.
 

完善审计问责机制,
 

落实审计公开性,
 

遏制腐败行为.

2)
 

在不同产权性质下,
 

腐败治理对提升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绩效具有差异.
 

在非国有企业中高管更愿意

花费更多时间让资产使用效率得到提升,
 

资产周转速度更快,
 

在企业运营上更为积极,
 

更有利于企业绩效

提升.
 

而对于国有企业而言,
 

由于高管的薪酬受到政府管制,
 

实施腐败治理后企业高管可能会以在职消费、
 

侵占企业利润等方式作为替代激励.
 

针对这一情况,
 

可以在企业规章制度方面进一步明确管理层职责权

限,
 

加强对在职消费的披露程度,
 

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
 

弱化信息不对称现象,
 

对高管形成潜在约束,
 

增强

高管权力透明度,
 

确保高管权力的有效实施.
 

施行市场化经理人制度,
 

优化国有企业高管评价体系.
 

然而,
 

不论企业产权性质如何,
 

仅从外部进行治理而不关注企业自身制度的建设,
 

则无法避免偏颇.
 

委托代理问

题可从完善内部控制机制着手,
 

降低企业内部控制风险,
 

提高内部控制质量.
 

完善资源配置制度,
 

对人财

物进行科学分配,
 

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配合实施激励措施,
 

比如适当的职务升迁、
 

声誉激励等激励措施,
 

推

进与市场接轨的高管聘用、
 

薪酬激励制度,
 

提升高管专注企业运营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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